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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历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五四时期开始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民族化”美学内涵的初探和发展，其中遭遇了“全盘西化”“文化守成”
和“中西结合”思想和观念的交锋和较量，最终确立了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道
路; 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语境中，中国音乐文化因“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等因素的介入，声乐
艺术“民族化”的探索因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其内涵也由此更加多元并富有个性; 第三阶段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发生深刻改变，中国声乐艺术需要在世界音乐文化格局中审视自
身，继续细化和发扬“民族化”的内涵，使中国声乐艺术尽快成为有高度辨识度的艺术形式，从而在
世界声乐艺术之林有着话语权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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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人类学视野来看，文化艺术天生具备一种开放和流动的性质，历史上，诸如宗教文化的
东西方传播及歌舞、绘画等艺术形式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与不同地域、不同种族间文化艺术相互
渗透、交融的先例不胜枚举。中国声乐艺术脱胎于西方声乐艺术，而其“民族化”指的是中国声乐
艺术创造性地接受、吸纳及创新西方声乐艺术这种外来艺术形式，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民族特
色结合，从而获得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化认同和审美意识。中国声乐艺术自诞生起，“民族化”
就成为声乐艺术这种外来艺术形式在本土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包含在其理论涵盖和艺术实践之
中的核心要素。“民族化”的内涵是开放和多元的，并基于不同历史语境传递不同历史意义，这也
是声乐艺术本质适应社会历史和环境变迁的必然规律和必然结果。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中国声乐艺术关于民族话语的研究和讨论大多集中在表演维度，但是对于
“民族化”这一核心美学要素在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内涵和意义，相关的分析和研究并不
多见。“民族化”伴随着中国现代声乐艺术的发展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百年之路，其中既有成功的
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意义的追问和文化分析，可
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声乐艺术的特点，厘清中国声乐艺术文化身份认同及定位，以及引发对中
国声乐艺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以何种姿态来处理外来影响和继承传统的关系，
如何适应中国大众的审美，从而得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一核心命题的思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建构路径及演变
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它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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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岭。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希望借提倡新文学、提倡个性解放、实行文学革命来启蒙
大众的思想，从而改变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至此，中国文化跨入现代语境中，这个阶段的主流
文化意识是西方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学习西方文明以改造自身相对封闭落后的传统文化已成共识。
如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陈独秀针对杜亚雄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这一观念，提出中西文化绝无相同
之处，“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1］。五四精神倡导的“西方化”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内高扬和深化的
同时，其所衍生出来的民族意识也在觉醒，并纠缠在一起进入知识者的视野之中，既包括对域外文化
的憧憬与向往，也包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怀念与舍弃、反思与批判，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民族文化心
理焦虑。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对“西方化”和“民族化”问题的思考，最终呈现出在不同
历史语境中所独具的特征，又显示出不同阶段之间某种特定的内在联系。
( 一) 五四时期三种音乐思潮的对垒中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的生成
中国声乐艺术是在五四时期中西方音乐文化和传统音乐文化二元的矛盾和冲突中成长起来
的，而伴随着对这一文化历史命题的抉择也出现了不同观点和立场，分别是“全盘西化”“文化守
成”，及“中西音乐结合”。其中第三种观点主张理性优选西方音乐文化，以包容性文化观对传统音
乐艺术进行批判性反思与继承。三种观点的形成以及围绕三种观念的互相批评、妥协伴随着中国
声乐艺术现代进程的初期，并揭示与生成了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的意义。
随着一大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音乐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眼光的生成，他们深切感受到中
西方音乐文明的巨大落差，从而以决绝的反传统姿态和全面向西方音乐文明学习的决心来改造中
国旧音乐。在近代中国音乐界，青主和萧友梅是与中国现代声乐艺术之开端有密切联系的音乐家，
他们同时也是持“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观点的代表人物。与之相反，在学习西方音乐的思潮日
益扩大从而基本引领时代潮流的社会现实下，一部分音乐家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中国的
传统音乐和古典音乐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瑰宝，需要大力发扬和维护。他们反对对西方音乐
全面学习和接受，认为这最终会导致国粹沦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髓消失。这种反对西方音乐、
主张音乐守成的观念在五四初期迅速形成具有社会影响的音乐思潮，代表人物有王露、罗伯夔等
人。在两种社会音乐思潮的博弈中，持另外一种认为中国音乐应该走“中西结合”的观念逐渐形成
并成熟，代表音乐家有王光祈、黄自、赵元任等。
青主为代表的音乐家主张中国音乐“全盘西化”观点，与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世界先进文化
的观点如出一辙。青主在他的音乐文论中提出:“我所知道的，本来只有一种可以说得上艺术的音乐，
那就是西方流入到东方来的那一种音乐。所谓音乐云云，应该于国乐，西乐之中，择定一个，要国乐便
不要西乐，要西乐便不要国乐。”［2］萧友梅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家，他早年的观念也
深受“西化”的影响。早在 1923 年，他的音乐文论里就提出，中国旧乐落后于西乐“一千年”，雅乐落后
一千五六百年，俗乐相差“亦有七八百年”。［3］青主和萧友梅音乐西化的思想曾受到文化守成派的批
评。1921 年 7 月北洋政府定国歌为《卿云歌》①，当时就其创作问题，引来持鲜明国粹主义思想者的异
议。罗伯夔认为:“文化受厄，则于吾国风俗政教之关系，履霜冰至，实在不堪设想者……然则《卿云》
采用欧调，庸何伤乎。”［4］由此得见罗伯夔对于采用西方作曲范式来创作当时的国歌持完全反对的态
度。郑献文是另一位五四时期有影响的音乐家，他同时也是文化守成的坚决捍卫者。他于 1918 年创
办“琴瑟学社”，1919 年 5 月将其改为“大同乐社”。郑献文及他的大同乐社旨在通过对传统国乐( 主
要为丝竹乐曲) 包括古代雅乐的改编与演出，来达到他们复兴传统古乐的音乐理想，这种理想显得与
当时新音乐追求变革与创新的精神格格不入。青主则认为:“古乐自是古乐! 假定中国的古乐是好比
宰制 19 世纪的 Beethoven 的音乐这样极有艺术的价值，亦不过是古乐而已……研究古乐很可嘉的，但
是模仿古乐，就模仿到逼真，亦不过是逼真而已，既不是古乐，亦不是今乐。”［5］审视 20 世纪初至 30 年
·661·
① 《卿云歌》取自《尚书大传》，由近代作曲家萧友梅谱曲，后经北洋政府指定为国歌。
第 4 期 张宇恒: 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的多元内涵探析
代的这场“新”“旧”两种音乐思潮的博弈与较量，可以发现音乐观念的形成并非仅仅来自音乐艺术自
身发展的驱动，同时也受制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文化守成者与主张向西乐学习者一样，都为中国
音乐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做了真诚而自觉的探索。
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初期始终关联着西化和文化守成的争鸣，由此中国声乐艺
术的“民族化”的探索和实践也最终显现于研究者的视域。以王光祁、黄自、赵元任等为代表的音乐
家，既不同意“全盘西化”的观念，也不同意保守传统，他们理性审视和运用西方文化，并以包容性的文
化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继承，主张以“中西交融”来走中国现代化的音乐道路。中西结合观念
的确立改变了五四时期以走西方音乐道路为主的格局，同时也确定了中国现代音乐的本质和基本内
涵。王光祁提出:“一方面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方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音乐，然后再应用西方音
乐科学方法，把他制成一种国乐。”［6］这一观念为音乐创作提供了路径和方法，也将“民族化”的运用
第一次放置于近代音乐家们的创作视野。黄自则是在他的音乐创作实践中思考和实践“民族化”的音
乐先行者，他成功地结合传统和西方音乐文化，创作出一种很有新意的民族音乐语言。其代表作有
《南乡子》《点绛唇》《花非花》《卜算子》等古诗词艺术歌曲，也有《春思曲》《思乡》《玫瑰三愿》等新诗
词歌曲。黄自在音乐思想和创作实践上都体现了对怎样吸收西方音乐文化精髓，并用以改造中国民
族音乐文化，以及怎样以坚持民族风格为宗旨等问题的探索。他在《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一
文中谈道:“文化本来是流通的，外族的文化，只要自己能吸收，融化，就可以变为自己的一部分。”他还
认为:“学西洋好的音乐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和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
族化的新音乐了。”［7］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以他在音
乐上的贡献和成就，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先驱者。他在中国声乐艺术歌曲的创作上
大胆进行“中国式民族和声”的实验，让歌曲结构随情感自由展开。这种学习、运用西方和声并使之民
族化，或是在调式的选择上与中国传统调式相结合的方法，成为赵元任音乐创作的核心内涵。他在谈
到自己的音乐创作时曾说道:“中国人要么不做音乐，要做音乐，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就是用和声。中国
既然没有和声学，那当然要细研细究，不能像赞美诗的乒乒乓乓或是进行曲叮叮咚咚一来就算了。”［8］
在声乐艺术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中，他使用西方古典音乐中常用的同主音转调和规范的和声语言，
在钢琴伴奏中借鉴京剧西皮的音调，加上朗诵式的人声娓娓道来，如当时文人直抒胸臆，使作品具有
了非凡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以上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提到全面倡导全盘西化观念的青主，他的声乐艺术歌曲
创作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结合。1920 年他在留德期间创作出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首艺术歌
曲的作品《大江东去》。他在创作手法上完全摒弃中国传统音乐旋式作曲的范式，完全采用西方作
曲技法和音乐文本，主要效法德国浪漫派作曲家 F． 舒伯特艺术歌曲体裁，在创作的某些方面如特
别考究字义轻重的方面，则显示出深受 H． 沃尔夫的影响。《大江东去》在调式结构上恰到好处地
采用西洋大小调转换，结合娴熟的和声语言，讲究音效的色彩变化，钢琴的写作绝不仅仅是对人声
的伴奏而言，而是在技法上精心构思，与人声相互衬托呼应，显示出完全的西方作曲思维。歌词他
则选用了北宋诗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声乐艺术歌曲第一次在艺术实践上让西方
音乐之美与中国古典诗词之美完美结合在一起，音声诠释诗意，诗意推动音乐的发展，二者相得益
彰，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学术界对青主的研究多集中在他关于“全盘西化”的观点上，但其创
作实践实际上是中西结合的，有研究者因此指出:“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青主受到西方 19 世纪晚
期兴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国族本位’观念作为其音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
其中涉及美学的部分却渗透着一种连其本人也未曾明确意识到的传统文化本能。”［9］
综上中国早期声乐艺术领域内的音乐家，他们的音乐思想观念及创作手法各有独到之处，但不
论是“中”是“西”，他们思考和创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西方的学习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状
况。这使得他们在艺术上的选择最终走向同一，那就是以西方音乐的技法为文本载体，加入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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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音乐的元素和内涵，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民族审美情趣的音乐作品。这个时期“民族化”的
内涵，多内化为中国声乐艺术作品中一个形而上的状态和特有的美学精神。“民族化”的提出缘于
作曲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望，这样理解民族化的内涵，也包含了鲜明的时代性和
世界性。必须承认的是，在五四现代文明思想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声乐艺术，“西化”是其追赶
世界音乐文化潮流的路径和方向，关于民族化的声音相对比较微弱。另外，由于这个时期的中国社
会经济文化能力整体低下，中国声乐艺术也被打上鲜明的阶层烙印，不论从创作者还是受众者的审
美接受角度来看，艺术歌曲都只是属于中国少数社会精英人士和中产阶级视野里的艺术。这也为
接下来的“大众化”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 二) 延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民族化”内涵与“大众化”“民族形式”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年代。五四以来“西化”的倾向在新的历
史语境中发生了逆转。从“民族化”到“大众化”进而到“民族形式”的讨论成为文艺界的关键词。
1938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
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这一论述被认为是关于“民族形式”最权威的解读。1942 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
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
一支军队。”［11］毛泽东两次对于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指示为延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路径、提供了方
法，他寄厚望于延安文艺界，希望他们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两次讲话深远地
影响了从抗战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化潮流。随着国内民族救亡运动愈演愈
烈，革命的新音乐派出现并站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立场，提出“音乐是时代、社会的生产品”［12］。
他们批判五四以来“艺术至上”的观点，认为音乐应该以民族的形式加上革命的内容，克服“西化”
最有效的手段是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用民族形式表现作品从而使其符合大众审美。冼星海是这
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他具有炽热的民族情怀。1929 年至 1935 年，他在法国师从印象派音
乐家保罗·杜卡学习作曲，早年的作品能看出深受欧洲印象派风格影响。但他在音乐文论《普遍
的音乐》中谈道:“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的音乐，中国人需求的是普遍音乐。”［13］“普遍音乐”观念
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显现了他在解放区提出并实践的音乐观与
“民族化”“大众化”观念千丝万缕的关联，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在思想上的准备。冼星海回国后积极
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38 年后他奔赴延安，延安时期是他音
乐创作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大量以抗战救亡为主题的群众歌曲。他在音乐
观念上深化对“大众化”“民族化”的理解，在创作中体现民族形式，他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
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在某一点来说都是研究民歌的结果，从民歌中体现洗练出
来的”［14］。冼星海被誉为“人民的音乐家”，同时也因为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斐然成就，在西方音乐
家的研究文献里他被认为是“20 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15］。延安时期除了群众歌曲和抗战歌
曲以如火如荼之势进入大众视野并有力为政治和革命服务外，“民族化”“大众化”还催生了秧歌
剧。秧歌剧这种“新的群众的时代”和“新的农民的艺术”［16］，最初被推出就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
烈反响和欢迎。受此鼓舞，中国的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音乐工作者集体构思创作下诞
生，并在 1945 年作为对中共“七大”的献礼正式上演。《白毛女》的上演在解放区收获了空前的成
功，此后又经过修改并多次演出，并因在各个解放区发挥的巨大政治作用和宣传效应而奠定了其红
色经典的艺术地位。有研究者指出:“1951 年，《白毛女》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正是对这一带
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和集体创作的肯定。”［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国内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大浪潮和人民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
1956 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以此方针来指导中
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方向。“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当时中国声乐界愈演愈烈的“土洋之争”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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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策上的指导，更给发展中的中国声乐艺术指明了道路。1957 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声
乐教学”会议，会议提出要通过深入学习，不断促进欧洲传统唱法与民族艺术传统及中国实际相结
合，实现“民族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声乐艺术出现向民间音乐艺术学习的高潮，
作曲家们深入民间挖掘音乐素材，极大地扩展了创作空间，期间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民族声乐艺术作
品，如《槐花几时开》《爱人送我向日葵》《乌苏里船歌》《岩口滴水》《想亲娘》《草原上升起不落的
太阳》等。歌剧则继续沿用《白毛女》的创作特点: 一是经由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创作; 二是广泛吸收
和采用民族民间音乐形式。如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红珊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都延续
了这个创作传统并使民族歌剧经典化。
综上所述，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国声乐艺术在社
会、政治、历史多重语境下深化民族化的内涵，民族化从相对形而上的美学概念发展至“大众化”
“民族化”“民族形式”以及“为工农兵服务”多重语义建构，这体现了艺术本质在社会时事格局变
化之下的嬗变趋势。民族化语义建构的改变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声乐艺术的创作实践，艺术作品
本身被赋予了更多“民族化”的特色，更具有一种独立话语权，从而与西方音乐进一步分道扬镳，显
示出其特有的中国艺术品格。然而艺术本质是多维的，过于强调某一点，总会显示它的短板。这个
时期“民族化”在被音乐界高扬的同时，也在艺术探索的范围和发展领域受到制约，艺术作品和舞
台实践显示出单一化趋向。
二、改革开放语境下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的现代呈现
历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开始了巨大的转型，开放、变革、复兴成为具有鲜
明时代特征的主题词。在封闭了近二十年后，中国文化产生了“走向世界”的强烈诉求，同时“西方
化”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随着西方现代音乐、流行音乐、港台歌曲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中
国，代表着时尚、前沿的西方音乐文化迅速被大众审美所接受，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及五四以来的声
乐艺术似乎被搁置在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境地，并由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面对中国音乐文化生
活中“西方化”全面渗透的现实，保护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建立“中国乐派”等话语
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界的关键词。应该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强盛带来的
一种文化自觉。在中国声乐界，随着中西方声乐艺术交流活动的日益活跃，各国间多民族、多样态
的声乐艺术的互为往来，中国声乐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在“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音乐文化
背景中的自我建构和发展。
“文化是这样一条路，它从封闭的统一性出发，经过开放的多样性，最后走向开放的统一性。”［18］
文化“全球化”的兴起和推进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民族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
面对文化多样性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和作用。强调民族元素以及音乐艺术上的“民族化”的体现，是
展示音乐艺术“个性”的途径之一。“全球化”使世界政治、经济、艺术、审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
是音乐“民族化”仍然是保证多元化和音乐“个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对抗“西方化”的有效方式。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声乐界处于西方声乐文化全方位渗入，而中国传统声乐艺术集体失声的境况下，
追求具有民族“个性”和民族辨识度的声乐艺术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应运国内声乐赛制而出现的
三种唱法( 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 成为国内声乐界从教学、创作，到舞台实践的标尺，其中民
族唱法在继承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审美上显示出了积极的意义。此后，关于三种唱法的研究和争鸣一
直伴随着民族声乐的现代化进程。1986 年，学者厉声初次就“民族唱法”这个概念的内涵提出质疑，
建议改为“中国唱法”，认为从而“今后建树起中国声乐学派也就顺理成章了”。［19］90 年代，著名声乐
教育家周小燕提出确立“中国声乐艺术”的理念，从字义上理解，“中国声乐艺术”较之“民族声乐”的
艺术本质所涵盖的意义要深而广得多。金铁霖曾指出:“民族声乐应该向新的阶段发展，我本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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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应该叫作中国声乐新阶段。”［20］周小燕和金铁霖关于声乐“民族化”的理解是建立在中国多
民族、多民族声乐文化同时存在基础上的，这种界定和认知将中国各民族多样性声乐文化统归到一个
“国族”概念中，将中国声乐艺术从舞台呈现、人才培养相对“固化”为一种模式，这种“体系化”“模式
化”的声乐艺术生产旨在生产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声乐艺术。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年中，它很大
程度地促进了中国声乐“民族化”的实践和深化，同时也极大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关于中国民族特色
的声乐美学、声乐表演学、声乐心理学等研究和相关学科体系也逐渐增多，随着文化艺术方面的中西
方交流进一步活跃，以彭丽媛、廖昌永、魏松、张也等为代表的歌唱家将精美而极富民族审美气质的声
乐作品带到国际声乐舞台，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许。同时期，国内的民族声乐比赛也成为热
点。诸多因素对推动中国声乐“民族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个时期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
化”内涵应有两个方面的理解:
1． 音乐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音乐生活中的“西方化”非常明显，在声乐方面，学校的声
乐教育体系沿用的是西方声乐人才培养模式，声乐艺术的创作、表演、舞台呈现、大众审美等也都采
用西方思维模式。声乐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矛盾依然深刻存在，由于社会政治历史导致的
声乐艺术“西方化”的状况是全球现象。而“民族化”的提出和实现，“民族唱法”“中国唱法”的倡
导和实行，都建立在将西方声乐与中国传统声乐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声乐强调“民族化”，正是
由于中国声乐已经从传统声乐文化中脱离出来，从而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回归。由此可以得出，声乐
“民族化”既是后西方主义时期中国声乐反抗“全球化”“西方化”的一种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
坚守; 亦是出于声乐艺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用现代的手段来改造传统，并使之最终能符合
“全球化”语境下大众对声乐艺术的审美需求。
2． 文化多样性是新时期文化“全球化”趋势下被强调和高扬的一个高频词，“‘全球化’在某种
程度上使文化多样性面临威胁，导致不同文化系统、不同文化样态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紧张。”［21］文
化的意义和价值通常需要通过多样性的文化艺术来满足不同国家、不同层次、不同族群的现代人日
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维护文化多样性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日趋凸显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指出:“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
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22］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
期，“走出去”的需求使中国声乐艺术能在国际声乐之林具有民族辨识度，体现出中国精神和中国
风格。以周小燕、金铁霖为代表的中国声乐家，开拓了一条将中国的语言、音乐风格及民族审美与
西方声乐发声技术相结合的中国声乐艺术之路，一个时期内在艺术实践和人才培养上都取得了令
世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声乐艺术作为世界多样性文化中的一元，“民族化”是其文化“个性”培养和
建构的根本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二元并存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声乐艺术的文化
个性正是在“民族化”与异域多元文化中不断摩擦与交融中的进一步彰显。
三、世界音乐文化格局下中国声乐“民族化”的未来走向
五四以来，西方音乐文化以其颇为顺利且完备的现代化进程获取了世界音乐格局中的强势甚
至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文化危机意识和焦虑感。在“新音乐”的
开创期，中国声乐艺术采用西化路径来开启其现代化历程，同时也就携带了声乐艺术对于传统和民
族基因丧失的紧张和恐惧，这当然也为“民族化”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化”
趋势不断推进，我们又因过于追求“西方化”而失去中国传统音乐内涵而苦恼，于是“去西方化”和
建立中国声乐学派成为中国声乐家们共同达成的研究理论共识。审视中国声乐艺术的现代建构历
程，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化”和“民族化”在声乐艺术自身的理论和实践上已由长期以来各持一端
的相互对立逐渐走向了二元的辩证统一，中国声乐艺术也由此取得丰硕成果。
·071·
第 4 期 张宇恒: 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的多元内涵探析
以开放的眼光审视当今世界音乐文化格局，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音乐的“西方
化”在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在世界歌剧舞台上，许多非西方的声乐人才有机会担纲西方歌剧
的角色; 在重量级的国际声乐比赛中，也频频有非西方的参赛选手斩获国际大奖; 在西方著名的音
乐学院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声乐人才在西方声乐教学体系中进行学习; 各个国家声乐专业教
育的建立基本上是以西方声乐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在授课方式、文本及理论方面也深刻体现出西方
声乐专业教学体系的影响。基于这一现实，我们可以理解为源自西方的声乐艺术，已经脱离它的西
方专属性，具体而深刻地渗入到其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声乐文化艺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成为一
种世界共有声乐语言。二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保护、传承自己的传统音乐文化。20 世纪文化“全
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都面临着消失和断层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世界范围
内民族音乐文化的失落，在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应运而
生，这对于世界范围内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维护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各国都开始重新挖掘许多已经
消失的文化，并对濒临消失的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世界各国均有独特的携带其民族基因的声乐
形式和样态，让饱含其民族和传统审美的声乐艺术有机和有效结合西方声乐艺术，是各国声乐艺术
工作者基于时代和国际文化视野需要的共同选择。
纵观世界音乐文化格局中的中国声乐艺术，“西方化”与“民族化”从对立到统一，从文化的普
适性来说，普遍性和文化个性的互动和转化构成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中国声乐艺术
前进的基石。回望审视中国声乐艺术百年发展之路，可以从舞台呈现和人才培养上发现一些不成
熟之处和蕴含在其中的理论危机，那就是声乐艺术的范化和模式化问题。长期以来，以声乐教育家
金铁霖所倡导的民族声乐范式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这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特色的声乐
艺术的特征和样貌，其对“甜、亮、水、脆、柔”的音色审美和声音技法的追求也造成艺术形式的模式
化和整体审美的趋同性。近些年来，随着“青歌赛”等节目在主流媒体的传播，中国声乐艺术走进
了中国大众的视野，也随之带来中国民族声乐“千人一面”批评声音的出现。学者田青站在维护中
国声乐艺术传统的本真性和多样性的立场，对现行模式化的民族声乐艺术进行评价:“所谓民族唱
法其实哪个民族都不代表，实际上是借鉴美声唱法来唱中国歌曲，它本身也是‘百花齐放’中一朵
美丽的花。”［23］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而多民族、多地域的现实使大众有着差异化的审美经验和要求，
这显然与中国声乐艺术近年来的较为程式化的审美存在着矛盾，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千人
一面”的声乐艺术的现状，也在理论定位上背离了“民族化”的要求。中国多民族的现实昭示着多
元文化的存在，民族性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多元性的。中国声乐艺术“民族化”构建的未来走向，应
该建立在对汉民族以外多元民族审美及音乐形态样貌的研究认知上，追求丰富的音色、活泼多变的
表演，以彰显民族性和文化多元性的强烈诉求。
当今世界音乐文化格局进入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时代，人工维护和挽救多元文化已成共识。
随着文化全球化、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日渐深入，文化多样性和表现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民
族化”追求意识也日趋凸显。在声乐领域内，声乐工作者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世界范围内优秀
的声乐艺术文化，同时结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生活现实，来满足我国当代人民对声乐艺术的审美需
求。这同样也体现了中国声乐艺术未来的“民族化”将继续与西方声乐文化相关联，同时在本国文
化多样性的土壤里发展壮大。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实力的整体提升，重拾“中国梦”和复兴中国传统
文化的自觉不断增强，声乐艺术复接民族和传统文化之根成为大多数声乐工作者的共识，而如何对
民族及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使其能彰显中国声乐艺术的当代魅力，则是现代声乐工作
者所要面对和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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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l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Vocal Music
ZHANG Yu－heng
( Art Colleg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The“nationalization”process of Chinese vocal music can be divided roughly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from the May 4th Movement to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this period，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aes-
thetic connotation of“nationalization”，which experienced the contest of the theories of“wholesale Westernization”，“cul-
ture conservatism”and“Chinese and Western integration”，finally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al path of“nationalization”
and“popularization”of Chinese vocal music． The second stage emerg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factors such as“globalization”and“cultural diversity”，the exploration of“nationaliza-
tion”of Chinese vocal music was further developed and its connotation was further diversified and individualized． The third
stage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with the changes of glob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atterns． With these
profound changes，Chinese vocal music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s music culture patterns in order
to continue refining and enhancing the connotation of“nationalization”． This will enable Chinese vocal music to transform
into a highly recognizable art form and become a leading voice in the world of vocal art．
Keywords: Chinese vocal music，nationalization，Westernization，globalization，cultur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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